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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竞争与义务教育负担过重
苏 明

（汕头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地方政府发展研究所，广东 汕头 515063）

摘要：负担和竞争是义务教育的正常现象，而负担过重和过度竞争才是要解决的真问题。其根本原因，

一方面在于教育具有产品标准化、信息不对称等易引发过度竞争的一般特征，另一方面在于教育具有公共

资源的属性。由国家承担主要的教育成本且资源分布不均，促使个体通过牺牲式教育抢占更多公共教育资

源以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却导致国家集体利益的损失。其直接原因在于，代理人缺乏对儿童健康成长的

认识，把额外争取到的公共教育资源视为牺牲式教育的补偿，而且为防止孩子年龄增长导致的控制能力减

弱，代理人更加倾向于在儿童学业初期就施加过重的负担以“打好基础”。“双减”政策与《家庭教育促进法》

可以全空间约束过度教育竞争，但也随之产生了约束有效性和约束成本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提高学校教育

的质量，防止“双减”政策产生限制竞争却抑制发展的效果。

关键词：“双减”；过度竞争；公共资源；代理人；竞争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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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urden and competition are the normal phenomena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while overburden and
excessive competition are the real problems to be solved. The fundamental reason lies in two folds. On the one hand,
education has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product standardization,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so on, which can
easily lead to excessive competition. On the other hand, education has the attribute of public resources. The state
bears the main education cost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is uneven, which encourages individuals to seize
more public education resources through sacrificial education to maximize their personal interests, but leads to the
loss of the collective interests of the state. The direct reason is that the agent lacks the understanding of children's
healthy growth and regards the additional public education resources as the compensation for sacrificial education.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control ability from weakening due to the growth of children's age, the agent is more inclined
to impose an excessive burden at the early stage of children's studies to "lay a good foundation".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and the Family Education Promotion Law can restrict excessive education competition in the
whole space, but they also bring about problems of constraint effectiveness and constraint cost. At the same time,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chool education and prevent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from
having the effect of restricting competition yet inhibiting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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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减负是我国教育实践和教育研究中长

期关注的问题，尤其是2000年以来教育部制定了多项

减负政策，但是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

决[1]。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

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

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政策），严格规范和整治校外

培训机构，该政策引发学界和社会的极大关注，教育

学界乃至社会各界都对“双减”政策能否真正实现减

负效果展开热烈的讨论。尤其引人关注的是马健生

与澎湃的文章，围绕资本与减负的关系展开讨论，直

接触及“双减”政策合理性和有效性的关键问题。本

文谨提出不同的观点：义务教育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

不在于资本和竞争，而是家长代理人主导的对于公共

教育资源的过度竞争；“双减”政策与《家庭教育促进

法》相结合可以从“治标”的层面在学校—校外—家庭

全空间内对教育过度竞争进行约束和规范，本质上是

公共资源管理的一般方式在义务教育领域的应用。

一、资本与义务教育负担过重

马健生与刘云华在《清华大学教育研究》刊发的

《教育中的资本扩张：危害与治理》（以下简称《危害》）

一文中分析了教育领域资本扩张的表现和危害[2]。澎

湃与党宇对这篇文章首段的一句话——“多年减负难

见成效的实质是隐藏在校外培训机构背后的资本扩

张”提出质疑，撰文《限制资本能解决“减负难”问题

吗?——兼评<教育中的资本扩张：危害与治理>》（以

下简称《限制》），从学业负担发生链的角度认为资本

扩张是学业负担的一个结果而非原因，并认为减负难

的根本原因在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就业各

环节间的高度竞争，限制资本并不能真正解决义务教

育阶段负担过重的问题[3]。《危害》一文只是提出了减

负难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扩张这一观点，而没有分析

为何“多年减负难见成效的实质是隐藏在校外培训机

构背后的资本扩张”。继而，马健生与刘云华撰文《资

本扩张真的不会加重学业负担吗?——兼答<限制资

本能解决“减负难”问题吗?>》（以下简称《扩张》）做出

回应，从马克思主义生产供给关系的角度提出了资本

扩张导致学业负担增加的机制，即资本通过广告等手

段夸大了校外培训的需求，让学生和家长产生教育焦

虑并在资本的引导下付费参加培训[4]。

问题在于，《扩张》一文只是论证了资本确实是学

业负担增加的原因，却没有正面回答资本是否为学业

负担增加的根本原因，如果资本只是学业负担增加的

一个影响因素而不是根本原因，那么学界仍然难以认

可“多年减负难见成效的实质是隐藏在校外培训机构

背后的资本扩张”。显然，《扩张》一文比较充分地分

析了资本扩张导致学业负担增加的机制，即资本将校

外培训当作营利的商业活动而不是育人的教育活动，

其根本目标是赚取更多的利润而不是培养全面发展

的人，而且资本通过营销活动误导了家长的认知和决

策，让家长错误地把资本所营造的虚幻需求当成自己

的真实需求。虽然《扩张》一文的原作者在机制分析

中并没有明确借助理论工具，但非常明显的是，其机

制分析是与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学

者马尔库塞的虚假需求理论相一致的。本文也认同

资本是学业负担增加的原因，但是并不认同资本是学

业负担增加的根本原因，也不认同“多年减负难见成

效的实质是隐藏在校外培训机构背后的资本扩张”。

本文认为，资本仅仅是学业负担增加的一个因素，虽

然资本与学业负担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但是取消资

本干预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义务教育学业负担过重

的问题。

如果资本真的是造成学业负担的根本原因，限制

资本就能够解决“减负难”的问题，那么在没有资本的

教育环境下应该没有学业负担过重的问题。从唐代

至清代，教育领域并没有受到资本的影响，但是为了

赢得科举考试并获取功名，古代人必须刻苦读书，诸

多学子的苦读生涯都被记录和流传下来。譬如，张謇

被老师呵斥“一千人考试，录取九百九十九人也不会

录取你”，于是他睡时总用两根短青竹头将辫子夹住，

一旦翻身就会疼醒，便不管天亮与否立即爬起来读

书，中状元之后也认为读书生涯“苦不堪言”。在古代

科举制度下，读书已经形成了一种“苦”文化，“三更灯

火五更鸡”，学子的学业压力可见一斑。而且寒窗苦

读使得学子健康受损、身体文弱，少数民族政权就对

科举制度非常警惕，辽代禁止本族人参加科举，金朝

和清朝都要求本族人参加科举考试必须先参加武科

考试[5]。显然，在没有资本干预的古代教育环境下，学

业负担仍然非常沉重。

国外也有相似的情况。20世纪70年代，韩国为减

轻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业负担推行“平准化教育”，严格

取缔校外培训机构，禁止在职教师和大学生做家教，

而且政府还成立了诸多“课外培训稽查队”来专门侦

查校外培训机构。然而，义务教育的去资本化并没有

减轻学业负担和竞争压力，富裕家庭聘请教师到难以

被侦查到的别墅授课，或者以保姆、保洁的名义聘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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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打扫卫生，对培训机构的打压增加了校外培训的

成本，反而使得家庭学业成本更加沉重，政府最终还

是取消了对校外培训的限制[6]。

事实上，在校外培训资本化之前，我国就已经面

临较为严重的减负问题，资本绝对不是学业负担的根

本原因，其在学业增负中仅仅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而且，正如《限制》一文所指出的，《危害》一文并没有

严格论证资本扩张与教育危害的关系，资本是否应该

对学生近视、睡眠不足以及抑郁等心理问题负主要责

任仍然有待商榷。总体上，《危害》一文夸大了资本对

学业负担的负面影响，但是，如果资本不是学业负担

的根本原因，就会生发出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即“双

减”政策的合理性问题。马克思认为资本是具有生产

性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广泛存在于

各个领域，为我国经济的繁荣发展做出了贡献。资本

营造的“虚假需求”问题在各个领域普遍存在，既然资

本不是学业压力的根本原因，为何需要规范或者禁止

校外培训呢？

二、竞争与义务教育负担过重

《限制》一文分析了基础教育学业负担发生的逻

辑链条，把竞争作为基础教育减负难的根本原因[3]，社

会竞争处于减负难逻辑链条的起始端。在学历社会

中，为了争取优质的工作机会就需要首先争取名牌大

学的入学机会，而为了争取名牌大学的入学机会就需

要首先争取名牌高中的入学机会。由于每一阶段的

竞争都对下一阶段的竞争产生影响，社会中的个体为

了在最终的竞争中胜出，必须重视之前的每一个阶

段，才能避免“一步落后，步步落后”的风险。这就使

得竞争不断下移，导致小学阶段的学生就必须为未来

的社会竞争做准备，不得不背负沉重的学业负担来累

积初始阶段的竞争优势，并且竞争的场所不仅局限于

校内，还通过校外的培训机构来培养竞争优势。

教育学界对竞争会导致学业负担的认识比较一

致，而且这并不是一个新颖的观点，应试教育中的激

烈竞争长期受到学者的质疑。譬如，江峰等学者早在

1999年就明确指出教育竞争的负面效果和产生机制。

学校教育作为一种淘汰选拔的教育，通过考试成绩对

学生进行“优”“劣”的分类，让应试选拔出的“优”等生

作为精英教育候选人进入下一阶段的精英教育。问

题在于，教育系统把考试分数作为学生“优”“劣”的绝

对依据，可是考试标准不完备、评价尺度不完善使得

评价的过程和结果不合理。学生的学习过程被考试

指挥棒干预，考什么就学什么而不考的就不学，不是

重视发展个人的兴趣和特长，而是时刻警惕自己的课

程和考试短板。这与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背道而驰，

最终导致了学生沉重的学习负担和高度的精神压力，

有害于儿童的身心发展[7]。教育的激烈竞争使得教育

系统本身产生异化，教育的目标是要培养全面发展的

人，而实际培养出来的却是具有应试能力的人、片面

发展的人。同时，教育的激烈竞争也使得教育需求发

生异化，获取教育资源不再是为了自我实现，而更多

的是为了压倒别人、取得竞争的胜利，由此导致培养

出来的大量“精英”并不能够带领群众创造和扩大社

会财富，而是在社会财富和资源的竞争中占尽优势，

“精英”与群众之间的利益冲突愈发严重。

学生群体对教育竞争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以

往“手不释卷”“熬夜读书”等刻苦学习的现象都被视

为正面的案例，苦读者也被视为学习的偶像，而如今

学生身边的勤奋案例被贴上了新的标签——“卷王”，

这在当前语境下显然不是一个褒义的词汇，而是一个

教育竞争受害者视角下的消极词汇——原本大家都

没有必要如此努力，可是因为你的过分努力削弱了我

的竞争优势，使得大家都不得不像你一样努力，其结

果却是，“一个人努力可以提高成绩，一群人努力只能

提高分数线”。竞争具有负外部性效果，某个人在竞

争中获取了某稀缺资源，必然会将其他人排斥在外，

甚至会违背道德来争取竞争优势。Fox将竞争称为

“恶灵”，认为竞争本性上是一种恶[8]；Ramose更直接地

认为竞争就是“杀死他者”[9]；高德胜也认同PK（Person

Killing）式的教育竞争与道德之善相背[10]，一方面诱发

对他人的不道德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另一方面可能产

生对自我的过度压抑和残害。

尽管教育学者对竞争会导致学业负担没有异议，

但是竞争并非义务教育学业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

一方面，对于竞争行为或者现象本身需要加以解释。

家长和学生为什么会参与激烈的教育竞争？这是一

个更加根本性的问题。另一方面，竞争是一种普遍的

现象，在资源具有稀缺性的各个领域都存在激烈的竞

争，尤其在经济和生物领域，竞争被视为发展或进化

的动力。既然如此，为何义务教育阶段的竞争会导致

如此负面的后果？社会何以希望在经济领域通过反

垄断来维持高度竞争的环境，却又希望在义务教育领

域降低竞争的激烈程度，同时又没有在高等教育领域

降低竞争程度呢？“双减”政策并没有改变高等教育资

源的稀缺程度和集中程度，也没有缓解社会优质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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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竞争程度，把教育竞争视为学业负担的根本原因同

样会产生“双减”政策合理性的问题。

从根本上说，竞争导致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业负担

是一个问题，竞争导致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业负担过重

是另一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具有不同的答案，而后者

才是义务教育阶段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竞争并不

必然导致学业负担过重，只是某些情况下的竞争会使

得学业负担过重。如果认为竞争就是负担过重的根

本原因，而竞争是客观存在且无处不在的，那么义务

教育负担过重的问题就根本没有解决的办法，也永远

无法解决。总体上，良好的教育生态显然不可能是完

全没有竞争的教育生态，《限制》一文强调了教育竞争

对学业负担的产生和传递机制，但是并没有针对性地

阐释为何竞争会导致义务教育学业负担过重，对义务

教育阶段负担过重的解释是不充分的。

三、过度竞争与义务教育负担过重

本文认为竞争是义务教育负担增加的原因，但是

用竞争来解释义务教育负担过重并不恰当，而应当把

义务教育负担过重归因于过度竞争。在经济学视野

中，竞争和过度竞争是不同的两个概念。诺贝尔经济

学奖得主Stigler将竞争定义为个体或者集体间的角

逐，竞争至少像人类历史一样悠久，凡是两方或者多

方力图取得非各方均能获得的某些东西时，就会有竞

争[11]。竞争是人类生活中最为常见的现象之一，达尔

文从经济学领域将竞争概念引入生物学，甚至可以认

为只要有生命的地方就必然存在竞争，竞争是生物界

不可能被根本性消除的活动。而过度竞争与良性竞

争相对，是由Bain提出的一个对自杀式竞争、毁灭性

竞争、破坏性竞争等不良竞争概念的替代性概念[12]。

既然竞争是不可能被消除的，那么可以认为良好的义

务教育生态是具有一定学业负担的良性竞争生态，而

当前“双减”政策所干预的是学业负担过重的过度竞

争。竞争并不必然会演化为过度竞争，过度竞争有一

些特殊的形成条件。过度竞争理论可以为义务教育

阶段过度竞争的形成提供四个方面的解释：

其一，产品生产的标准化。产品生产的标准化使

得企业无法生产个性化产品来进行差异化竞争，更容

易引发恶性竞争。高考能否选拔个性化人才受到很

大质疑[13]，更倾向于认为高考选拔的是无个性的标准

化学生。考试大纲设定了学生的知识标准，为使自己

尽可能地与标准一致，学生之间容易发生恶性竞争，

甚至通过多年复读来实现自己的标准化。

其二，参与竞争的人数太多。经济学家普遍认为

过度竞争与市场集中度有关，寡头竞争一般不会出现

过度竞争的状态，更容易达成价格联盟[14]。古代参加

科举考试的成本很高，从经济层面就筛选掉了很大一

批竞争者，而现代义务教育成本由国家承担，人人可

以参与竞争，使得竞争更容易演变为过度竞争。

其三，信息不对称。经济学理论认为，信息不对

称使得低质量的产品更容易伪装成高质量的产品，最

终导致劣质产品逆向淘汰优质产品，产生劣币驱逐良

币的效果。信息不对称的生产性趋向是在有限的成

本内尽可能地把产品生产为看似优质品的次品。看

上去是优质品，因而能卖出好价格，而实质上是次品，

由此便控制了成本，两相结合实现了利润的最大化。

高考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使得学生将全面发展的资

源投入用在能体现“好学生”的信号上，最终成为看上

去是“好学生”、实则却片面发展的人。

其四，沉没成本过高。如果企业生产的固定成本

很高，退出竞争会使固定成本沉没，那么企业很有可

能宁愿降低利润也要参与过度竞争。培养孩子是一

个长期的过程，一个家庭往往在子女上小学之前的阶

段就已付出很高的抚养成本，为了避免这些抚养成本

沉没掉，就很难在义务教育阶段放弃竞争。

过度竞争理论对于义务教育负担过重问题的四

点解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对于义务教育过度竞

争的解释仍然是不充分的。经济学对人的基本假设

是经济人或者理性人，具有从自身利益出发权衡选择

的能力[15]，而少年儿童群体缺乏独立性和思维的成熟

性，显然不符合经济学对理性人的基本假设。笔者认

为，义务教育阶段的过度竞争本质上是学生监护人的

竞争，要解释义务教育过度竞争的根本原因，既需要

关注过度竞争的一般性原因，也需要关注教育的公共

资源属性，还需要关注义务教育区别于大学教育、成

人教育的委托—代理特殊性（如图1所示）。

2022年开始实施的《家庭教育促进法》使得国家

具备了干预家庭教育的合法性，如何教育孩子不再仅

仅是家长的私权力，家庭教育权形成了公私权力混合

的性质[16]。孩子和国家是教育的双委托人，家长是二

者的代理人。培养孩子不仅是为了孩子的利益，而且

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在精英教育体制下，国家承担各

阶段教育的主要成本，但是教育资源分布不均，作为

代理人的家长有充分的动机让孩子占用更多的公共

教育资源，以此实现孩子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是家

长作为孩子利益代理人的基本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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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提出“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我国家长

也普遍具有要给孩子“早立规矩”的认识，而且“孩子

越大越难管”，年级越高学生的学习习惯反而越差[17]。

教育可以视为一个培养习惯的过程，随着年龄的增

长，器官的可塑性和习惯培养的生理基础会逐渐衰

退，在儿童阶段培养好的学习习惯非常重要[18]。

Robert Mare的研究发现，学生的年级越高，家庭对学

生的影响程度越小，而学生自我和其他方面的影响程

度越大[19]。代理人担忧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自己的

教育干预能力会下降，从而倾向于在小学乃至更早的

教育阶段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占据更多优

质教育资源的最优策略是从小学阶段开始，不仅能够

更早地占据优质公共教育资源，而且能够为抢占下一

阶段的优质公共教育资源积累竞争优势。

由于教育资源有限，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具有高

度的竞争性，在代理人看来，牺牲孩子的一些利益来

争取更多的公共教育资源是有利可图的，把额外竞争

占据的公共教育资源视为对孩子自我牺牲的补偿。

譬如，牺牲孩子的休息权去参加校外培训，或者无视

孩子的兴趣来提升教育竞争力，甚至不惜损害孩子的

健康。在代理人视角下，这些都是竞争公共教育资源

所需付出的代价和成本，是对长远利益的理性权衡。

然而，当牺牲式教育成为过度教育竞争中的普遍甚至

必备方式，必然有大量竞争失败的学生做出了牺牲却

没有获得公共教育资源的补偿，在转向其他领域发展

时又缺乏相应的能力，最终成为教育的牺牲品。而在

国家视角下，国家承担教育成本的目的不是为了促进

某个人的利益，学生的片面发展也背离了国家教育的

初衷。代理人和委托人之间利益冲突的核心在于，代

理人控制孩子以自我牺牲的方式获取公共教育资源

的行动是有利可图的（代理人秉持这样的信念并付诸

行动），但是这种牺牲并不符合国家所构想的良性教

育生态，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却导致了集体利益的

损失。

总体上，对过度竞争的判别不是以竞争的激烈程

度为标准。过度竞争与竞争的关键区别在于，通过牺

牲造成了自我—他者双重利益的损失，也导致了集体

利益的损失。某种程度上，牺牲式教育具有“损己不

利人”的特征，可以将其作为义务教育负担是否过重

和竞争是否过度的判别标准，即出现了普遍的牺牲式

教育就意味着义务教育出现了负担过重和过度竞争

的问题。

四、“双减”政策的局限与配套

任何公共资源领域都具有过度竞争的倾向。我

国义务教育免学费，而高等教育的学费也远低于生均

办学成本，甚至长期处于学费水平与教育质量的倒挂

状态，越是质量高的重点大学其学习成本越低，这种

教育制度更加刺激了过度竞争和牺牲式教育。曹淑

江认为，高校学费太低使得学费失去了价格调节的功

能，产生对研究型大学教育的过度需求，继而导致资

源配置的扭曲，使得家庭必须把过多的资源投入到校

外补习等方面，这如同为了购买便宜的商品而必须付

出很长的排队时间成本一样，仅仅是一种成本的转

换[20]。问题在于，大学的质量已经成为识别学生能力

的信号，虽然提高学费会削弱高等教育的准公共产品

属性，但是“花钱买学位”也无疑削弱了大学的信号识

别功能。诸多学者曾质疑高校低学费的合理性，譬

如，张维迎提出过提高大学学费的建议[21]，而提高学

费本质上是通过价格而非能力因素实现教育分流的

结果，这样的提议自然会受到民众的质疑和反对。在

我国，高考承担着按照能力（以考试成绩为唯一的能

力信号）选拔人才的政治功能，考试程序的公平性比

选拔的有效性更加重要，最终形成了中低收入阶层疯

狂“内卷”而高收入阶层“转换赛道”的教育格局。

在无法改变教育资源公共性和考试程序公平性

的条件下，教育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过度竞争的问题，

而只能采取“治标”的办法。这里的“治标”是指家长

让孩子参与校外培训的动机仍然存在，只是限制了竞

争的途径；而“治本”是指从动机的角度让家长不愿意

孩子参与校外培训和过度竞争，这就需要推进公共教

图1 义务教育的双重委托—代理竞争模型

·· 15



2023年第21卷第4期复旦教育论坛 Fudan Education Forum 2023. Vol. 21，No. 4

育资源均等化，显然“双减”政策和《家庭教育促进法》

都没有涉及这一点。“双减”政策主要包括禁止学科类

校外培训、减少家庭作业、减少考试次数、增加课后延

时服务四项内容，该政策将以往“校内减负，校外增

负”的减负思路转变为“校内适度，校外减负”，其核心

是通过提升校内教育质量和应教尽教缓解学生对校

外增负的需求，同时通过取缔校外学科类培训使得家

长无法通过“外包”的形式增加学生负担。可以认为，

“双减”没有解决教育过度竞争的根源问题，只是减少

了校外增负的渠道和手段，关键是对代理人（即家长）

教育决策的结果没有产生根本性影响，过度竞争的动

力仍然存在。尽管不再能够选择校外培训，家长们仍

然会采取其他的教育替代形式。

家长决策是过度竞争和牺牲式教育的直接原因，

“双减”政策并没有深入到家庭决策过程层面，需要其

他的政策措施予以配套。“双减”政策对学校教育活动

和校外培训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而《家庭教育促进法》

则弥补了家庭教育的管理空缺。《家庭教育促进法》明

确要求“避免加重未成年人学习负担”，从身心健康发

展、道德教育、爱国教育、劳动教育等诸多方面树立了

家庭教育的规范，使得家庭教育不再仅仅是家长的权

力，而且成为家长的责任。家长应依法开展家庭教育

活动，家长有责任“保证未成年人睡眠充足、科学运

动、营养均衡、身心愉悦”，有责任“合理安排未成年人

学习、休息、娱乐和体育锻炼的时间”[22]。“双减”政策

与《家庭教育促进法》相结合，实现了国家对学校—家

庭—校外机构的全时空闭环管理。

教育的准公共物品属性决定了公地悲剧存在的

必然性，公共草原必然会承担过度放牧的压力，这与

学生过重的学业负担是同质的问题，牧民和家长只会

从个体利益视角做出行为选择而不会考虑整体的利

益[23]。解决公地悲剧问题的方法之一是产权变革，包

括公共产权和私有化两种范式。如果按照公共产权

范式，公共资源的收益应由群众共享，但是非营利的

教育供给方几乎没有收益，收益全在学生方，而学生

的收益又不是货币收益，不可能将学生的收益进行平

均再分配，因此公共产权范式在教育领域无法推行。

如果按照公共资源私有化的产权范式，则更加难以推

行，私有化本质上是垄断，也无法产生效果，私立中学

同样存在教育过度竞争的现象，甚至更为严重。另一

种解决方法是通过制定规范来限制过度竞争行为，譬

如海洋公共资源管理中设定禁渔期、设定渔网标准

等，“双减”和《家庭教育促进法》本质上也是通过规范

限制过度竞争。

公共资源领域的竞争需要受到约束，这是解决个

体与公共悖论的一般方法，通过设定规范和惩戒办法

来约束对公共资源的过度竞争。教育产权并不适合

作为解决过度竞争问题的方法，通过制定规范来约束

过度竞争在教育领域具有更强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双减”和《家庭教育促进法》本质上就是对教育竞争

的约束，需要承认个体过度竞争公共资源的倾向是无

法避免的，只能采取“治标”的约束办法。按照一般公

共资源管理的经验，公共资源的竞争约束必然会带来

约束有效性的问题。“双减”能否彻底地消除校外培

训，还是仅仅变相地增加了校外培训的成本？《家庭教

育促进法》在缺乏可诉性的情况下能否让家长按照法

律要求进行家庭教育，还是只能起到软性的倡导作

用？教育约束的成本是否会过高，与教育减负的效果

是否匹配？这些问题都需要予以思考和解答。

总体而言，“双减”政策和《家庭教育促进法》显然

是积极的措施，有助于将教育竞争从自由无约束状态

转为有约束状态，制止家长过度“鸡娃”的不良现象，

而减负所能达到的实际效果取决于两项政策执行的

有效性。与此同时，也要大力提升学校教育的质量。

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不可否认，校外教育和家庭教

育提供了丰富的教育资源。在禁止校外培训和约束

家庭教育之后，学校成为教育的主阵地，需要填补资

源空缺，真正提供高质量的、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

育，否则就会产生限制竞争却抑制发展的负面效果。

五、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形成了四点认识：其一，学业

负担和竞争都是义务教育阶段的正常现象，而学业负

担过重和过度竞争才是要解决的真问题，竞争会增加

学业负担，而过度竞争会导致学业负担过重，判断竞

争是否过度的依据不是竞争的激烈程度，而是竞争是

否导致了自我—他者的双重利益损失和集体利益损

失；其二，义务教育过度竞争的根本原因，一方面在于

教育具有产品标准化、竞争人数多、信息不对称、沉没

成本高等易引发过度竞争的一般特征，另一方面在于

我国义务教育乃至高等教育都具有公共资源的属性，

由国家承担主要的教育成本，教育资源有限且分布不

均，使得个体存在通过牺牲式教育抢占更多公共教育

资源的动机，追求个体教育利益最大化的过度竞争导

致国家集体利益的损失；其三，义务教育过度竞争的

直接原因在于家长作为孩子代理人的教育决策，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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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方面缺乏对儿童健康成长的认识，把额外争取到

的公共教育资源作为当前利益损失的补偿，另一方面

担心自己的教育干预能力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而减

弱，因而更加倾向于在儿童学业初期就施加过重的负

担来“培养习惯”和“打好基础”；其四，改变教育的公

共资源属性或者将高等教育资源均等化等从根本上

解决义务教育负担过重问题的办法更加难以执行，

“双减”政策和《家庭教育促进法》通过禁止校外培训

和规范家庭教育等“治标”的方式来约束义务教育的

过度竞争现象，但是也随之产生了约束有效性和约束

成本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提高学校教育的质量，防止

“双减”政策产生限制竞争却抑制发展的负面效果。

利益冲突是社会常态，诸多社会政策都存在价值

趋向的两难问题和摇摆现象。若要从增负动机上根

本性地解决义务教育负担过重的问题，就必须改变教

育资源的公共性，通过高额学费将学生按照财富阶层

进行分流，但这显然不具有群众支持的合法性基础；

或者改变高等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均衡状态，缩小重点

大学和普通大学、职业学校的资源差距，但这无疑违

背了我国集中力量优先发展一流大学的长期国策。

可以预见，在未来的较长时期内，我国教育的公共资

源属性不会改变，各高校生均投入的差距会长期存

在，这使得个体具有充分的动机去通过竞争占据更多

的公共教育资源，甚至不惜牺牲当前的权益以争取更

多的公共教育资源作为补偿，义务教育过度竞争的源

动力会持续存在。过度竞争以及个体与集体间的利

益冲突是公共资源竞争的必然结果，没有办法根本性

地解决个体与集体的悖论问题，只能通过约束竞争的

办法避免过度竞争带来的集体利益损失。“双减”政策

虽然没有根本性地解决个体对公共资源的过度竞争

问题，但是可以与《家庭教育促进法》相配合，对义务

教育竞争行为进行规范化治理，继而也衍生出治理成

本和治理效果相权衡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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